
经典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应　 星

提要：比较历史分析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开始兴

盛的一个跨学科研究范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的欧洲

经典社会科学传统。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梳理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欧洲

经典传统的奠基、在美国学界发生的“扳道”以及复兴的过程，剖析了以摩

尔和斯考切波为代表的美国比较历史分析主流学界对马克思、韦伯等经典

传统的理解方式，批评了美国学界过度化约经典理论的复杂性带来的“中
层理论化”问题，并面向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历史分析再造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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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近年来对历史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兴趣日增，以
“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分析”“历史社会科学”等为主题的专门综述已有多篇

（花勇，２０１７；孟庆延，２０１８；郭台辉，２０１９；黄杰，２０２０）。 但目前的梳理仍存在一

些普遍性的问题。 首先是轻源重流。 尽管没有人会否认经典的重要性，但对经

典的认识仍存在着相当的片面性、模糊性乃至空洞性，人们更重视的是由经典所

导出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分叉问题以及最新趋势。 这种综述方式更早地体现在国

外的相关研究中（例如斯考切波，２００７；Ｍａｈｏｎｅｙ ＆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３；Ｍａｈｏｎｅｙ
＆ Ｔｈｅｌｅｎ，２０１５），也深刻影响了国内研究者。 其次是对社会科学的历史维度在

美国的“中断”与后来的“复兴”之间的关联语焉不详，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兴替与

社会思潮变迁之间的互动缺乏深入的分析。 最后，对西方传统的梳理如何与中

国正在勃兴的历史社会学之间建立恰切的关联仍然成为一个问题。
本文以比较历史分析（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为切入点。 这个概念

萌芽于摩尔（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Ｍｏｏｒｅ）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

的地主与农民》，明确于斯考切波（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
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它强调的是对宏观社会结构进行因果推断。 但是，
将对社会的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传统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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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年代以前的欧洲社会理论。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到 ８０ 年代，比较历史分析

这个横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范式在西方学界兴盛一时，名家辈出。 本文不

拟对比较历史分析进行全面梳理和评析，而是先概述比较历史分析的欧洲经典

传统的奠基，在此基础上考察这些传统在美国先被遮蔽、而后又被激活的过程中

曲折的表现形态。 在这种考察中，本文所关心的既非比较历史分析的具体问题

和方法，也非对各种枝蔓的厘清，而是推动这一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形成和演化的

最基本的社会与思想背景，并由此勾勒出它的基本预设乃至“无意识”传统。 通

过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辨析，我们希望能展示比较历史分析真正的力量及其局限

所在，以期找到它可以重新出发的起点。

一、比较历史分析的经典：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的欧洲

经典社会理论是在应对 １７ 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总体问题中诞生的。 这个问

题在包括资本主义体系诞生、民族国家兴起和社会革命爆发在内的一系列历史

巨变中凸现了出来。 将历史分析、比较方法与当时正在酝酿成形的社会科学结

合在一起的做法内嵌在诸多经典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中。 但比较历史分

析在面对历史巨变时并没有形成一个综合的形态。 本节按照居于关键地位的经

典思想家对比较历史分析的不同贡献来展开分析。

（一）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传统

尽管西方学界在“１７ 世纪的总危机”的肇因究竟是生产力危机还是国家—社

会之间关系的危机上存在争议（Ｔｒｅｖｏｒ，１９６５），但这个概念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社

会理论从 １８ 世纪开端时的基本社会背景。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Ｂａｒｏｎ ｄｅ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正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在《论法的精神》开篇，孟德斯鸠

明确提出，他要研究的是法与各种事物可能发生的关系（２００９：１３）。 这实际上

是要为社会研究奠定有如笛卡尔哲学和牛顿物理学一般的实证科学基础。 在这

种探究背后，是从古代共和道德的旧世界向现代贸易和自由的新世界转变的趋

势（马南，２０１８：１２ － １３）。 为此，孟德斯鸠最早充分地应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
首先，他在政体类型的划分上完全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以历史和现实经验

为基础划分了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政体。 这种划分的实质是所谓“宽和政体”
与“不宽和政体”之别，这也开创了比较西方君主与东方专制的先河。 其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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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隐晦的写作方式突出了三种政体类型之外的全新政体，即以贸易和自由为基

本特征的英国政体（潘戈，２０１６：１５、１５５），由此奠定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新旧政体

之间、自由和专制之间的比较传统。 最后，他强调了“民情”（ｍｏｒｅｓ）这个概念在

理解政体原则上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比较展示了政制、自然、历史与民情之间

的复杂关联，为理解社会与自然的法则以及偶然与必然的关联提供了基本的思

路。 这实际上是将比较方法确立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从“１７ 世纪的总危机”进入到 １８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启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

业革命，现代性问题继续向纵深推进，１９ 世纪的社会理论家面临着“革命的年

代”和“资本的年代”（霍布斯邦，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这双重命题的考验。 法国思想家

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继承了孟德斯鸠的思想传

统，并回应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提出的平等与自由的张力问题。 他接续孟德

斯鸠从“民情”入手的分析方式，也刻意使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 不过，他在《论
美国的民主》中将民主社会的标杆从孟德斯鸠眼中的英国转到了美国，从地理、
制度尤其是民情上比较了美国这种因为没有旧制度的负担而“生来平等”的社

会与欧洲这种经过革命才“变成平等”的社会。 他一方面承认美国民主化道路

的某些特殊机缘，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这种民主化的“天命”性质。 他深刻分析了

民情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看到了“多数的暴政”和“温和的专制”的症结，同
时也揭示了美国社会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机制（托克维尔，１９９１；曼斯菲尔德、温
思罗普，２０１６）。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将比较的视线重新拉回到欧

洲内部，在深入分析法国中央集权制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比较

了法国、德国和英国在中央集权制以及所谓“托克维尔悖论”上的不同表现（托
克维尔，１９９６）。 托克维尔这两本主要著作本身即已构成了一个绝妙的比较。

（二）斯密传统

孟德斯鸠对贸易和自由的高度推崇也对英国思想家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斯密的《国富论》在孟德斯鸠以及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思想

的启发下，以国民及国家财富的最大化为问题线索，对现代劳动分工、市场、贸
易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他在书

中虽然并未正面论及比较历史的方法，但仍对这一分析范式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 首先，他强调了国家财富是国家力量的来源，将经济引入到政治实践中，
将市场与政府在国家“治理术”的意义上紧紧联系在一起，奠定了以民族国家

为基本单位开展比较分析尤其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其次，他对比了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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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为动力的英国资本主义道路与随农业的推广和改进出现的“财富的自然的发

展”道路，也比较了欧洲资本主义增长道路与中国“似乎停滞于静止状态”的发

展道路，将发端于孟德斯鸠东西方发展道路差异的讨论带向了更复杂的方向

（斯密，１９９４：６５、３４５）。

（三）马克思传统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以其独创的辩证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变化趋

势，尤其是商品和资本运行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深入批判。 他开创的

社会理论传统对后来大多以国家或宗教为分析单位的比较历史分析来说似乎是

一个悖论。 因为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人的解放优先于政治

解放和宗教解放———“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

中解放出来”，“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

立的类生活。 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

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生活的特性存在的” （马克思，２００９ａ：３０、５０）。 马克

思分析的主要着眼点是对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具有普遍性的市民社会和生产方

式，而非特殊的国家或宗教之间的比较。 但是，马克思这种以阶级和生产方式为

主线的分析方式极具历史穿透力，对于后世着力于国家或文明形态比较的做法

深具启发意义。 此外，马克思还有两个具体的研究方向与比较历史分析有着紧

密的关联性。 第一个研究方向是他晚年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将他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称为“人体解剖”，而将他在晚年花费了很大精力进行的关于

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学、历史学研究称为“猴体解剖”。 他在研究东方社会时，提
示了一种独特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他也指出了在俄国村

社制度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马克思强调，不同社会从

前现代形态走向现代形态，从“猴体”变为“人体”，是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异的

（马克思，２００９ｂ：４６３ － ４６７，２００９ｅ：５７０ － ５９０；梅洛蒂，１９８１）。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

马克思对法国政治的分析。 在他看来，德国与理论有更强的亲和性，英国与经济

有更强的亲和性，而法国与政治有更强的亲和性。 他对法国政治的研究有著名

的“三部曲”———《１８４８ 年至 １８５０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以及《法兰西内战》。 他的这些研究，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既与英德政治构成了或明或暗的对照，同时又为我们展示了阶级政治与国

家自主性两条线索之间的张力（傅勒，２０１６；应星，２０１７），成为后来的比较历史

分析的一个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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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韦伯传统

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体系最后的成型时期，也是经典社会理论最后

的高峰时期，同时还是比较历史分析最重要的经典传统的成熟时期。 它们集中

体现在德国思想家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的著述中。 韦伯对比较历史分析的贡献主

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韦伯是第一个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自身整个思想体系的支撑点的经

典大家。 韦伯思想的复杂，再加上早逝导致文本的不完整，造成学界对韦伯的中

心问题究竟为何存在颇多争议。 不过，中外学界还是较多认为理解韦伯中心问

题的“钥匙”不在韦伯最后未完成的《经济与社会》（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而是他生前亲手编订的 《宗教社会学文集》 第一卷 （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Ａｕｆｓäｔｚｅ ｚｕ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Ｉ）（Ｔｅｎｂｒｕｃｋ，１９８０：３１６ － ３５１；李猛，２００１：１１３ － １２７）。 在该文

集的总绪论中，韦伯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的问题：“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
研究普遍历史问题时，都会必然地和正当地铭记如下特殊问题：各种情境因素究

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

史发展进程中（至少文明倾向于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
（韦伯，２０１０：１）。 韦伯还在该文集中把他的方法明确地称为“比较宗教学”（韦
伯，２０１１：４０４）。 可以说，韦伯的核心问题即是通过比较宗教学的方式探究欧洲

资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独特性格。 这个问题指向与比较宗教学方法之间的“选
择亲和性”（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韦伯，２０１０：５６）清晰可见。

其次，韦伯也是第一个系统而深入地提出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的经典

大家。 韦伯的时代与他之前的时代所不同的是，大学开始了以专业化为标志的

“制度化经营”（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而专业化首先就表现在方法论的自觉上。 “业余

者与专家的唯一不同，就在于他缺乏一套完全确定的工作方法，因此，对于自己

的想法，他一般不能完全控制、评估乃至贯彻执行其中的全部意涵” （韦伯，
２０１８：１４）。 韦伯自觉地构建了一整套极其独特而复杂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其
主要内涵包括：第一，将位于理论抽象与特定经验现实之间的“理想类型”（ ｉｄｅａ
ｔｙｐｅｓ）构建为基本的研究工具；第二，在探究因果关系上强调 “多重因果”
（ｍｕｌｔｉ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和“因果妥当性” （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第三，在实证主义和人文

主义之外独辟蹊径地提出了“解释性的理解”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强调

社会行动的脉络—遇合（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ａｌ）的解释模式；第四，坚持方法论

上的个人主义；第五，反对线性历史观和有机整体论，强调历史错综复杂的张力、
悖论、裂变、反讽与意料之外的后果（韦伯，１９９９；Ｋａｌｂｅｒｇ，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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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韦伯在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展示了比较历史分析应用可及的范围。
与其说他更关心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本身，不如说他更关心对实质经验问题

的探究。 在他看来，“只是通过解释和解决实际的问题，科学才得以确立，它的

方法才得以进步。 与此相反，纯粹认识论的或者方法论的思考还从未在这方面

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韦伯，１９９９：４４）。 而他对实质经验问题的理解是：“鉴于经

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的重要性，每一种力图做出的解释都必须首先考量经济条

件。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反向的因果关联；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

仅要依赖于理性技术和理性法律的在先发展，而且取决于人们支持某些践行的、
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和性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韦伯，２０１０：１１）。 故此，包括经

济、支配、宗教、法律、组织、身份群体在内的“诸社会领域”“世界图像”以及“生
活样式”（韦伯，２０１１：４２０、４３４），均在他的比较历史分析范畴中（苏国勋，２０１６）。

最后，韦伯的比较历史分析与既往的比较历史分析传统尤其是马克思的传

统建立了深刻的对话关系。 “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
而不是理念。 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
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 （韦伯，２０１１：
４２１）。 这段话简明而清晰地表明了韦伯对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吸纳与批判。

综上所述，韦伯代表了比较历史分析在经典时期所达到的最高水准。 由于

韦伯的作品理论深邃、方法独特、领域广泛，继承他的思想遗产具有极高的难度。
韦伯在 ２０ 世纪初期的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尤其是德国。 比如，德国历史学家欣策

（Ｏｔｔｏ Ｈｉｎｔｚｅ）通过将韦伯社会学引入历史学而形成的比较制度史研究就构成了

比较历史分析经典传统的一部分（Ｇｉｌｂｅｒｔｔ，１９７５）。
值得一提的是，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对

比较历史分析的影响比较特别。 在方法论层面，他一方面澄清了英国思想家密

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的“比较方法无法适用于社会学”的误解，强化了比较方法

在社会学中的核心位置，提出了比较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而非社会学的分支

学科；另一方面又相对弱化了历史维度的研究，否定了社会学创始人孔德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提出的历史方法的意义（涂尔干，２０２０）。 不过，在他的经验研

究尤其是关于原始宗教和社会分工的研究中，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仍穿插其间。
在涂尔干的直接影响下，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所作的历史文明比较构成了与韦

伯的德国传统所不同的法国传统（莫斯等，２０１０；王铭铭，２０１８）。
总的来说，比较历史分析从孟德斯鸠那里发端，到韦伯这里达到了顶峰，先

后形成了四大经典传统。 这些传统一方面是共同面对现代性的诞生这个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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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另一方面又绝非同质性的，它们之间既有继承和发扬，更有否定和批判。
无论是 １８、１９ 和 ２０ 世纪的世纪传统，还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别理论传统，或
是现代人自我意识的三大领域———历史、社会和经济———的交错（马南，２０１８），
都充满了巨大的思想张力。 正如奥克肖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在分析霍布斯的

《利维坦》时所说的，“我称其为传统，因为它们具有某种传统的特性，这种传统

不是坚持与某种单一的特性的一致，而是包容了内在的多样性并将其连为一体，
同时还能够在不失去其认同的情况下而发生变化” （奥克肖特，２００３：１７５）。 尽

管上述经典思想家反映了各自国家的思想传统，也对各自国家进入现代的特殊

路径进行了思考并启迪了后世的“国别单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比较，但是，经典传

统所确立的是远比那种比较更丰富的思想层次。

二、比较历史分析的“扳道”：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早期的美国

以韦伯在 １９２０ 年的去世为标志，社会科学的重心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 通

常认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导致了比较历史分析暂时的“中断”；而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后，比较历史分析又因缘际会，得以“复兴”。 其实，这种“中断”
与“复兴” 存在着微妙的关联。 与其说 “中断”，不如用韦伯那个 “扳道工”
（ｓｗｉｔｃｈｍｅｎ，也译为“转辙器”）的比喻（韦伯，２０１１：４２１）来说———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比较历史分析被扳离了经典时期的轨道。

（一）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早期的美国社会与大学

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经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工业化

国家。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迟缓了其发展的节奏，但经过“罗斯福新

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龙头地位更加稳固（曼彻斯特，
２００６）。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使“制度化经营”的概念从经济层面扩展

到科学和教育层面。 随着美国大学在 ２０ 世纪的快速扩张以及财团力量和政府

智库对美国大学的深入影响，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出现了规模化、集团化、
专业化的“制度化经营”特点。 韦伯在其 １９１７ 年的演讲《科学作为天职》中就已

洞察到这种美国式的“制度化经营”注定要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韦伯，
２０１８：７）。 正是美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以及二战后霸权地位的获得决定了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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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及科学体制中什么是最紧迫的问题以及什么是处理它们的最恰当方法

（华勒斯坦等，１９９７：３７）。 就美国社会科学而论，其特点突出体现为所谓“工具

实证主义”，即以经验实证为主流取向，强调通过恰当的方法对不稳定的因素进

行控制性的研究；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中所假定的严格性为社会科学的首要目标，
进而在社会科学中推崇统计技术；强调归纳式的研究策略和团队研究；重视社会

科学的价值中立信念等（叶启政，２０１８：１ － ７８；罗斯，２０１９：６０８）。 即使是那些宣

称要继承欧洲经典思想的美国学者也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卷进了美国社会科学

的独特轨道。 就其代表人物而论，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是最关键的社会学

家。 围绕他的思想激起的拥护、修正和反对，是理解比较历史分析从被遮蔽到激

活的关键线索。

（二）帕森斯的思想及其追随者

帕森斯的实证主义行动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美国的

工具实证主义关联起来的（叶启政，２０００）。 他在几个方面启动了对比较历史分

析经典传统的“扳道”。
首先，他对经典进行了选择性的会通（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他在《社会行动的结

构》中会通了涂尔干、韦伯和帕雷托（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ｔｏ）等人的社会理论（帕森斯，
２０１３）。 这种所谓的“会通”即将异质性的研究传统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传统的做

法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保证这种统一性，他在“会通”中排除了马克思、托克维

尔的传统，对韦伯传统则作了“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单面化”的改造（赵
立玮，２０１２：１５５ － ２０４）。

其次，他的“宏大理论” 背后的宏观经验指向有别于经典传统。 米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后来在激烈批判帕森斯时赠送了他一个封号———“宏大理

论”（ｇｒ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米尔斯，２０１７：３３），意指其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及其对概念的

堆砌。 应该说，米尔斯的这一批判是不够公允的。 实际上，帕森斯的抽象理论背

后有着明确的经验指向，即以白人盎格鲁 － 撒克逊新教徒（Ｗｈｉｔｅ 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ＷＡＳＰ）为核心群体的、从大萧条到二战后的美国主流社会。 他对这种

经验现实的理论构建不是零碎的、局部性的，而是系统的、总体性的。 就其关怀

的问题的宏大性而言，帕森斯理论与欧洲经典理论有相似之处，只是两者定位的

总体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定位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后者定

位于现代性在全世界所开启的历史巨变。
再次，他将社会分析与历史分析分离开来。 帕森斯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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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确立了现代化在发展道路上的唯一正当性。 他的这种进化论思想与功

能主义的结合导致了线性的历史观，历史研究因此失去了重要的意义。 此外，帕
森斯长期位居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主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等要职，积极推进社

会学的学科专业化，刻意强化社会学与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分界。 受其影响，帕
森斯的高足斯梅尔塞（Ｎｅｉｌ Ｊ． Ｓｍｅｌｓｅｒ）在其《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一书中就重

新阐释了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将他们对历史实质问题的研究与比较方法完

全割裂开来。 在他看来，“科学事业就是为控制变化而奋斗”（斯梅尔塞，１９９２：
１７２）。 在帕森斯的追随者中，也有个别人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艾森斯塔得

（Ｓｈｍｕｅｌ Ｎ．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的《帝国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例（艾森斯塔得，１９９２）。 这

项研究虽有相当的价值，但其鲜明的功能主义色彩与前述经典比较历史分析已

大异其趣。

（三）默顿：帕森斯时代的修正派

帕森斯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称雄近二十年，既有大批的追随者，也引发了各种

批评。 本文把比较温和的批评称为修正派，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默顿（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 他对比较历史分析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中层理论”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ｎｇｅ）。 默顿自己主要是从经验研究的主题上来界定中

层理论的，即经验研究应该在宏大理论问题与微观工作假设之间搭建中层的理

论构架。 这是因为社会学的成熟度尚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比，所以应该降低学科

期望，致力于社会机制分析，例如角色冲突理论、社会流动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就

是这样的中层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不仅是要批判帕森斯所

构造出来的“宏大理论”本身，也反映了他对帕森斯借重欧洲经典理论来构造新

理论的做法的不满。 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重视学科的积累

机制和最新进展，而“由于相当遥远的过去的理论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被结合

到现今的积累性知识中，所以对于过去伟大贡献者的纪念实质上被保留在这一

学科的历史之中”（默顿，２００６：４３）。 欧洲经典那种学科不分、论域无边、问题含

混、方法缺乏操作性的做法不符合准确、简洁、清晰的美国实证科学标准。 因此，
他认为社会学应着力分析的是可以被观察、操作或检验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纠缠

在那些过于复杂、含糊的因果关系中。 如果说经典对默顿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
就是在孔德所谓的“大脑卫生学”（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的基础上从经典中抽取一些

看似可用的部分，并赋予其功能性的意义，即应用权威来证成自己思想的合法

性，避免重复劳动，培养自己的鉴赏力，等等。 经典思想脉络本身的完整性、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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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总体问题的重要性、其理论概念与方法界定及经验问题的扣合性都在默

顿这种功能主义的经典观中被消解了（默顿，２００６：５４ － １０５；田耕，２００６）。 他在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对经典理论的功能性阐述与对中层理论的分析是前

后紧连的，这表明二者的内涵是有关联的。 就此，我将默顿这种经典理论观称为

经典理论的“中层理论化”。 中层理论的这两种内涵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
即使研究的并不是中层的经验主题和社会机制，而是宏大的经验主题和社会结

构，但如果追随默顿那种功能性地拆解经典理论的方式，也仍旧等同于把经典理

论降格处理成中层理论。 后文中可以看到，默顿的这些主张对比较历史分析的

“扳道”产生了极其关键的影响。

（四）米尔斯：帕森斯时代的批判者

帕森斯时代最激烈的批评者当属米尔斯。 他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复兴起着最

直接的触发作用。 首先，他重新调整了经典的构成，把马克思确定为社会学最重

要的典范。 米尔斯是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新左派”，是二战前后著名左

翼群体“纽约文人圈”（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的成员。 他自称“朴实马克思

主义者”，以别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和“诡辩马克思主义者”。 他对马克思的

理解受到托洛茨基（Ｌｅｖ Ｄａｖｉｄｏｖｉｃｈ Ｂｒｏｎｓｔｅｉｎ）等人的影响，并且强调马克思的人

道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 从对马克思本身的理解来说，米尔斯远谈不上深刻；不
过，他的“匠人精神”及写作风格对美国大众社会及左翼社会学家产生了很大影

响（米尔斯，１９６５；闻翔，２０１６）。 他对韦伯的译介也较帕森斯深入。 他和自己的

老师格特（Ｈａｎｓ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ｅｒｔｈ）合编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 （Ｆｒｏｍ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是美国社会学界曾长期流行的标准韦伯选本（Ｇｅｒｔｈ ＆
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８）。 其次，米尔斯把历史分析重新引入社会科学分析并将比较历史分

析置于中心位置。 他提出，“社会科学家要想履行其任务，甚或只是想说清楚这

些任务，都必须运用史料。 除非你接受某种有关历史本质的跨历史理论，或者你

同意说社会中的人是一种非历史的实体，否则没有任何社会科学可以被认为超

越了历史。 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而“比较研究和历史研

究彼此有着非常深切的关联”，“历史的观点导向了对于各社会的比较研究”（米
尔斯，２０１７：２０３ － ２０４、２１０）。

帕森斯派、帕森斯的修正派和反帕森斯派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形态逐渐把比

较历史分析从经典轨道上扳离，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最终导向了比较历史分

析的美国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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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较历史分析的复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至 ７０ 年代的美国

（一）摩尔与比较历史分析的重新奠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一词对美国而言意味特别———民权运动、反
战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思潮急剧“左转”，从学府到社会无不可见马

克思思想的影响。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新左派”又与“老左派”决裂，在法

兰克福学派影响下，倡导革命的左翼思潮愈加激烈（迪克斯坦，２０１７；马尔库塞，
２０２０）。 学界通常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在欧美的复兴有三条基本路径，即以摩尔、
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宏观历史因果分析路径，以本迪克斯（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Ｂｅｎｄｉｘ）、汤普

森（Ｅｄｗａｒｄ Ｐａｌｍｅ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为代表的历史解释性路径，以及以艾森斯塔得、沃勒

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为代表的普适性理论建模路径（Ｓｋｏｃｐｏｌ ＆ Ｓｏｍｅｒｓ，
１９８０：１７４ －１９７；斯考切波，２００７：３７３ －４０７；Ｋａｌｂｅｒｇ，１９９４：４ －９）。 篇幅所限，本文仅

选取在美国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影响最大的宏观历史因果分析路径进行分析。
摩尔的代表作是他从 １９５６ 年左右开始酝酿、１９６６ 年出版的《专制与民主的

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 （Ｍｏｏｒｅ，１９６６；摩尔，２０１２）。 这

本书用“历史主义”颠覆了帕森斯的“现在主义”，重新实现了比较社会分析与历

史分析的结合；它将马克思重新引入到社会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在比较历

史分析中的巨大潜力；它开创性地以农业生产的商业化程度及地主和农民的关

系为分析主线，展示了走向现代民主和专制的多元道路（Ｒｏｓ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１ －
２１）。 本文并不对该书的贡献及局限作全面的检讨，而是侧重分析摩尔在为比较

历史分析重新奠基时是如何处理与经典著作的关系的。
我们先来看摩尔对马克思的理解、接受和批评。 摩尔对马克思的接触主要

不是始自他在古典语言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生生涯，而是始自他 １９４１ 年博士毕

业后到美国司法部和战略情报服务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ＳＳ）工作

期间。 当时正值二战，这给了摩尔思考阶级问题的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马尔库

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基希海默（Ｏｔｔｏ Ｋｉｒｃｈｈｅｉｍｅｒ）、纽曼（Ｆｒａｎｚ Ｎｅｕｍａｎｎ）等法

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正好与摩尔在美国司法部和战略情报服务办公室共事。
摩尔对马克思的理解深受他们尤其是基希海默和纽曼的影响（ Ｓｎｙｄｅｒ，２００７ａ：
９０ － ９２）。这些独特的经历使摩尔在进入马克思的分析路径时具有强烈的道德关

怀和真切的问题意识。 不过，从他在二战结束后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阶级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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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看，他对马克思的解读远谈不上深刻。 该文所引用的唯一一篇马克思文献

是《共产党宣言》，而文中对阶级分析的理解也甚为单薄，一味认定马克思对阶

级斗争缺乏严格的定义（Ｍｏｏｒｅ，１９４５：３１ － ３７）。 二战结束后，摩尔最初在大学里

从事苏联研究。 他对马克思的认识是在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中进一

步展开的。 这种展开路径与米尔斯等“新左派”的影响分不开（Ｓｍｉｔｈ，１９８３：７ －８）。
我们再回到《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

来看摩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他在书中对马克思思想的应用主要偏向阶级分析视

角和政治受经济、社会制约的基本立场，但全书直接引述马克思著作的仅四处

（未计入对所谓“马克思主义者”［Ｍａｒｘｉｓｍ］的引用），且两处都是对马克思的批

评。 摩尔精通德文，但他引用的马克思著作却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由杜特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Ｐａｌｍｅ Ｄｕｔｔ）所编译的两卷本英译本《马克思著作选》（Ｄｕｔｔ，１９３６）。 他

完全未涉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马克思晚期对东方的分析在他看来则是“不
甚严肃的研究”（Ｍｏｏｒｅ，１９６６：５５４、４１６）。 摩尔更多的是在与苏联流行的“马克

思主义者”对话，他对马克思原著的阅读和理解则是功能主义的———尽管他坚

决拒斥功能主义理论本身。 必须承认，摩尔全书的一个主要洞见，即在走向现代

社会的历史分析中将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及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作为中心，在一定

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不过，摩尔的这一洞见主要源自英国具有社

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史家托尼（Ｔａｗｎｅｙ，１９１２）。 他对托尼的引证和重视远超过其

他任何一个经典思想家（Ｍｏｏｒｅ，１９６６：５５８；Ｓｎｙｄｅｒ，２００７ａ：９８）。
我们再来看摩尔与韦伯的关系。 虽然摩尔早在 １９５８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承

认韦伯的重要性（Ｍｏｏｒｅ，１９５８：１１８ － １２２），但我们从后来的访谈中可以更清楚地

看到他对韦伯的真实态度，即认为韦伯的比较宗教有其经验研究的价值，却并不

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甚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很难经得起经验的验

证（Ｓｎｙｄｅｒ，２００７ａ：１０３ － １０４）。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

的地主和农民》 对韦伯仅有的四处引证有两处都持批评态度 （Ｍｏｏｒｅ，１９６６：
５５９）。 摩尔读的倒是韦伯的德文版原著，然而他对韦伯的思想还是表现得相当

陌生。 在对韦伯所谓“现代化形象”的解读上，摩尔实际上不自觉地受到了帕森

斯以及本迪克斯的影响，尽管他毫不掩饰对帕森斯理论的厌恶之情。
有两个因素多少弥补了摩尔在经典解读上的这些明显缺陷。 首先，他具有

扎实的语言功底、独特的个人阅历、敏锐的经验感和厚重的历史感。 其次，他拒

绝开展什么学科建设，不立门派，不守学科分界，连终身教职也不屑争取，在美国

正在专业化的大学体制里特立独行。 这既使他的著作在理论上较含混，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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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较模糊，在行文上有些犹豫，却也保留了更多的原创性和启发性。 摩尔身上还

留有经典思想家的余韵。 这也是他留给学生们最深的印象（Ｒｏｓ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３ －４；Ｓｎｙｄｅｒ，２００７ｂ：６５５ － ６５６）。 因此，摩尔在比较历史分析的重新奠基上还具

有过渡性。 究竟如何来发扬他的思想成为后来者面临的问题。

（二）斯考切波与比较历史分析的定型化

摩尔本人不立门派，受惠于他的学生却为数众多，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和斯

考切波当属最出色者。 蒂利是摩尔早年的学生。 作为史学造诣和社会科学分析

能力俱佳的学者，他对比较历史分析有诸多实质性的贡献，尤其是他对西欧早期

现代政治史中城市和国家两个基本类型的确立，不仅在史论上综合了欧洲中世

纪史和早期现代史的经典理论，而且在视野上既不完全受国别比较的限制，又突

破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线性进化论（蒂利，２００７；Ｔｉｌｌｙ，１９６４，１９７５）。 不过，蒂
利的学术作品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他对比较历史分析或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化规

训没有兴趣。 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灵活多变，常常游移在比较历史分析前述的

三个路径之间（Ｔｉｌｌｙ，１９８４：ｉｘ；休厄尔，２０１２：８２ － ８５）。 真正谨守比较历史分析

的因果分析路径并最终将其定型的是摩尔后期的学生———斯考切波。 本文不对

她的著述进行全面的评析，而是侧重分析其早期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

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与经典著作的关系。
斯考切波与米尔斯、摩尔是典型的两代人。 米尔斯和摩尔是在大萧条和二

战中成长起来、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后发挥学术影响力的一代。 斯考切波则是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成长起来、在 ７０ 年代中后期于学院中立足的一

代，她自称属于“桀骜不驯的一代” （ ａｎ ｕｐｐｉ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８：６２７）。
这一代美国社会科学学人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一方面，他们作为学生抗议者，不
同程度地参与了民权、女权、反战等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从学院直接走

向学院的专业学者，在争取终身教职和学术荣誉的过程中被分工日益专业化、方
法日益科学化、研究日益项目化的大学体制所吸纳（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８：６２７ － ６４３）。
他们将革命、反叛、社会运动这些全新的学术议题带进大学，不仅自觉地将叛逆

的矛头指向帕森斯这样的前辈学者（Ａｂｂｏｔｔ，２００１：９４ － ９５），也不自觉地指向了

经典理论，包括他们曾树为革命旗号的马克思。 斯考切波和摩尔一样，试图绕过

帕森斯，返回到被帕森斯所“会通”或剔除的经典思想家那里。 但是，斯考切波

这一代无论是与帕森斯那一代相比，还是与摩尔、米尔斯、本迪克斯这一代相比，
都更不熟悉和同情经典理论的复杂性。 马克思的思想和口号虽然盛行在他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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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是以一个已被现代资本主义大学及学科规训化的形象来定位的。 他们对

马克思阶级分析工具的接受与对其整体思想（包括意识形态分析及其早期、晚
期思想）的理解是脱节的，他们又常把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满与对马克思

思想本身的某些批判混淆在一起。 简略地说，他们身上具有反体制和体制化的双

重特性，而反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与反经典同步的（渠敬东，２０１９：１２ －１５）。
我们具体进入到她的书中来看。 尽管马克思在该书一开篇就以引语的方式

出场，且该书对马克思原著的引用比摩尔要稍广一些，但作者在进行实质分析时

仍像摩尔一样把重心放在对后世各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上，体现出对文献

传统轻源重流的特点。 在和经典的关系上，该书既接纳了更多的经典，又进行了

更干净的切割。 与摩尔主要依据马克思所不同的是，斯考切波的书中马克思和

韦伯的影响并重，欣策等更多的欧洲理论资源也被引入。 但是，她对经典理论进

行了更系统的“中层理论化”改造。 这种改造体现为两点。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

努力追求让事物清晰化，让复杂和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和容易理解。 因此，她在

书中高度重视研究的可控制性与方法的操作化。 就此，她所对标的不是过于艰

深的韦伯的方法论，而是密尔的求同法和求异法。 她基本上是把密尔在自然科

学研究中提出的比较方法直接挪用到比较历史分析中（ 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７９；斯考切

波，１９９８）。 其次，在实质理论上，她秉持着“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

生的”以及“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７９：１７、２７）这种

强结构主义观。 为此，她一方面要援引马克思和韦伯以为其理论合法性的支撑，
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导因与社会行动导因之间的张力、关于阶

级斗争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张力以及韦伯政治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之间的张力

等论述均不符合她的理论需求。 于是，她就将马克思思想的社会行动面向与韦

伯思想的文化面向都作为“赘余物”干净利落地割弃了，书中只留下了作为强结

构主义者的马克思形象和官僚制分析者的韦伯形象。 总的来说，斯考切波固然

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但这种激活的关键机制在于化约经典思想及

其研究方法的复杂性。 这种化约无视经典思想的完整性和核心问题，仅着力于

对经典“六经注我”式的功能性使用。 甚至她对摩尔的著作也因嫌其“含混”而
试图用几个表格来清晰地表达摩尔的主要观点（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７３：１ － ３４）。 但这种

对“含混”的处理方式恰恰丢失了摩尔思想中一些有味道的东西。 比较历史分

析在斯考切波手上完成了学科的规训，而摩尔原有的理论缺陷在学科的规训化

中被进一步放大。 本文因此将由摩尔开创、斯考切波定型的比较历史分析路径

称为“摩尔—斯考切波路线”。

９５

专题研究 经典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毋庸置疑，斯考切波的这本著作自有其创新价值，尤其是在对国家自主性理

论的深化上。 它很快被接纳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新经典。 但这不完全是基于其

本身的学术高度，而更是因其展示了在比较历史分析上可操作、可控制、可经营、
可积累的学术发展路径。 加之长期身居哈佛大学的斯考切波很早就致力于学科

建设，编书、办会、网罗同道、提出口号、介入论辩（ Ｓｎｙｄｅｒ，２００７ｂ：６７２；Ｓｋｏｃｐｏｌ，
１９９４），这使她成了美国比较历史分析领域不二的领军人物，更助其著作成为教

科书式的典范。 米尔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激情，摩尔在学院圈子的特立独行，
被斯考切波在专业圈子的登顶形象所替代———“桀骜不驯的一代”有些讽刺性

地成了学科权威。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最终接纳了前学

生抗议者（ｅｘ⁃ｓｔｕｄ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ｓｔｏｒｓ）一代喧闹的降临”（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８：６３２）。

四、比较历史分析的赓续：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美国

（一）摩尔—斯考切波路线的继承者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开始远离 ６０、７０ 年代的激情和喧嚣，进入了

一个更为多元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局面。 后现代思潮和文化相对主义替代左翼

思潮成为最强劲的思想推动力（布卢姆，２００７）。 比较历史分析在斯考切波那里

彻底完成从经典风格到现代风格的转化后蔚然成风，代代相传。 摩尔—斯考切

波路线的继承者们的前行轨迹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们与经典的关系更为疏远。 虽然他们的著述必引经典，但其对经典

的阅读较多依赖各种选本，对经典的运用基本是功能性的。 有论者对其评价道，
“出于纯粹的策略性和工具性理由而参考经典文本就变得重要了。 正是在每一

个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家和每一个兴起的学派直接的切身利益中，他们需要面

对古典思想的创始人以获得其合法性，即使他们并不真正关心经典文本的问

题”（亚历山大，２００６：１９８ － １９９）。 于是，经典承载的不再是对“狭隘的专家没有

头脑，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韦伯，２０１０：１１８）的现代性处境的忧虑，也不再是

米尔斯那种以“匠人精神”书写“社会学的诗”的战斗激情（闻翔，２０１６），而变成

了学科合法性的装饰和对理论先驱的仪式性致敬及功能性摘用。
其次，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方法的精进和研究的可控性上。 在分析工具

上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纠缠，在分析层次上民族国家与所谓“次国家” （ ｓｕ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辨异，在案例数量上跨案例比较或案例内比较的纠结，在分析重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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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性与时间性的摇摆，在学科分际上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划界，诸如此类的争

辩、和解和推进不时可见（金等，２０１４；格尔茨、马奥尼，２０１６；斯奈德，２０１３），他们

将之称为具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比较历

史分析（Ｍａｈｏｎｅｙ，２００４：９７）。 然而，一旦脱离了经典那种对问题复杂性的追问

方式，这种 “方法论自觉” 离韦伯所讽刺的 “方法论瘟疫” （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ｌｅｎｃｅ）（Ｏａｋｅｓ，１９７７：１４）究竟又相距多远呢？

最后，他们在研究议题上逐渐从宏大问题走向中层问题。 斯考切波（１９９８：
４１）所确立的比较历史分析对象是“变项太多而实例不多”的情况。 由于他们更

多致力于拓展这些实例不多的国家间的比较，所以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把可

供比较的宏大议题消耗殆尽，不得不转向各种中层问题。 这样一来，比较历史分

析在斯考切波的后继者那里不仅在研究方法和对经典理论的态度上体现出“中
层理论化”倾向，而且在研究议题上也开始转向默顿原初意义上的中层理论。

（二）摩尔—斯考切波路线的修正者

随着后现代思潮和文化分析的兴起，斯考切波曾主导的比较历史分析路数

也逐渐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亚当斯（Ｊｕｌｉａ Ａｄａｍｓ）等人于 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再造现

代性：政治、历史和社会学》（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中将历史分析和文化分析两种思想风潮结合起来，提出了以文化、宗教、性别、社
会网络等为分析主轴的历史社会学第三波，以区别于以摩尔和斯考切波为代表

的第二波（Ａｄａｍ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第三波的这些学者虽然较多受到福柯等当代思

想家的影响，但并没有抛弃韦伯的遗产，反倒比第二波学者更重视韦伯，并努力

摆脱由帕森斯所塑造的韦伯形象。 相对第二波学者对经典理论的强结构主义解

读，他们更强调经典理论的文化、宗教面向，并由此为比较历史分析带来了更宽

泛的主题（这些学者一般更愿意自我定位在历史社会学领域，以区别于日益为

政治学家所占据的比较历史分析或比较政治领域）。 但作为比较历史分析正统

共识的“摩尔—斯考切波路线”在第三波中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撼动，更不要说颠

覆。 第三波与第二波在经典解读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经典不同面向的摘取

上———“韦伯的作品常常被比作一座矿山，几十年来，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或在其

中拖取园石巨砾，或捡选碎片残垣，并用各自的视角加以审视”（罗思，２０１０：３）。
韦伯的比较文化和宗教分析在其思想体系中本来是具有总体意义的，与其对官

僚制和权力的分析密不可分。 但第三波所呈现出来的韦伯文化和宗教分析面向

往往被与其政治分析视角割裂开来。 而《再造现代性：政治、历史和社会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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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少提及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斯密。 事实上，第二波学者多数根本不承认有

所谓的“第三波”存在（参见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６：３５９ － ３６９）。 至少就经典理论的“中
层理论化”切割与解读而言，二者似乎谈不上什么代际差异。

五、比较历史分析的再造：站在中国的角度

本文绝非全然否定摩尔—斯考切波路线的学术价值。 他们针对美国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前功能主义盛行、社会分析与历史分析脱钩、无视马克思思想

的做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和修正。 他们的分析范式嵌入在美国特定的社会思

潮和学术体制中，问题意识清晰，研究方法精致，提供了一种便于操作、利于积累

的学术进步路径。 毫无疑问，美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比较历史分析或历史

社会学领域也不断涌现着相当出色的学者。 然而，在美国学界这种常规化的学

术进步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的基本预设和底色。 这种基本预设和底色较为集

中地体现在它对经典传统所采取的一种特别的态度，即“中层理论化”的切割、
片面化的解读和功能性的使用。 多年前，国内就有识者呼吁：为了克服西方社会

科学日益突出的碎片化、过度专业化以及理论想象力枯竭的危机，应该摆脱在经

典解读和应用上的“中层理论化”倾向，系统地、深入地重返经典社会理论的思

想世界，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社会科学的传统（李猛，１９９８）。 时至今日，这一努

力方向更显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具体就比较历史分析或历史社会学的再造而

言，我们站在中国社会的角度，可以把握以下几个基本要点。
首先，要完整、系统、深入地研读经典社会理论及其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启发。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真正的“前沿”并不在花样翻

新的“前面”，而是在常读常新的“后面”，在我们身后那些最伟大的经典创造者

那里。 经典理论并不仅仅是先驱，也绝非后人在创建自己的体系和概念时用来

建立论述合法性的工具。 如果说自摩尔以下的比较历史分析浪潮仅仅是各种流

变的话，那么，其真正的源头在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那些伟大的思想传统。 中

国学界和美国学界在社会背景上的基本差别在于，我们身处巨变的社会，而非当

代美国那样高度制度化和专业化的社会。 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斯密、马克思和

韦伯所代表的经典传统在面对现代性问题初现时提出的基本思考方向，远比美

国社会科学场域里的各种中层理论更能触发我们的灵感，更能切入要害的问题，
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话语最有原创性的活力源泉。 我们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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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经典上需要做到完整、系统和深入。 第一，何谓完整？ 比较历史分析至少有四

个主要的经典传统，如果进一步探究的话，应该还可以挖掘出更多被忽略的重要

传统。 这些传统之间虽有对话，却是无法替代的。 我们在重构传统上要有足够

宽广的视野。 与此同时，我们要明白，经典不可能像帕森斯的“会通”或斯考切

波的“接纳”那样被整合成同质性或切片性的传统。 这种完整是一种充满张力

的完整。 第二，何谓系统？ 即使我们的研究立足在比较历史分析领域，也不能把

目光仅仅聚焦在经典与比较历史分析直接相关的那些概念、主题和方法上。 我

们需要对经典大家的核心问题及其在各层面的展开和相互的关联有一个较为通

透的理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抓住经典思想与比较历史分析之间关联的要

害。 第三，何谓深入？ 我们一方面要放慢速度对经典文本进行精细的读解，另一

方面还要将这些文本放到其诞生的观念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背景中去理解，培
养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批判眼光。 当然，这些绝非个人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代

代志趣相投者的共同努力。
其次，对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分析的现代流派，要进行恰当的评判

和审慎的取舍。 美国的比较历史分析路径在各种具体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不断

创新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 但是，我们在学习时，既要在坚持结构性思维的同

时避免过度的傲慢或过分的小心，尽可能对事件和时间保持更高的敏感，对史学

和史料抱持更大的耐心；又要破除“方法主义”的迷信，不要奢望通过方法本身

来保证自己研究的科学性；更要清楚“化约复杂性”的流行做法所带来的局限乃

至危险———有时，过于追求清晰简明反倒会导致思想的粗糙乃至粗暴。 需要警

惕的是，今天学术体制的氛围对我们保持这种健康的学习心态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我们常常本着缓不救急的心态，放弃了对经典耐心、从容、不具太多实用

性和操作性的读解，而直接对标美国各种中层理论化的比较历史分析流派，以期

更快捷地出成果、更便利地接轨所谓“国际主流学界”。 另一方面，有些人又可

能滋生出“学术义和团”心态，坐井观天，盲目抵制对西学的学习。 王国维百余

年前的正告今日仍应牢记在心：“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凡立

此名者，均不学之徒”（王国维，２００３：７００）。
再次，要重视 ２０ 世纪前期中国学界的相关积累。 尽管民国学人对经典社会

理论的理解本身还不能说都已达到非常准确、深刻的程度，但是，无论是费孝通

的社区和士绅研究、林耀华的家族研究、杨开道的乡约研究，还是瞿同祖的地方

政府研究、萧公权的乡村控制研究、何炳棣的社会史研究，再加上从康有为到王

国维再到陈寅恪的经史新传统，这些具有深切的时代感、敏锐的经验感与厚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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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感的研究都为我们今天重返古典理论的想象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可以确定比较历史分析

在中国再造的两大基本主题：文明与革命。 它们既是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到

马克思再到韦伯的西方经典思想家面对现代性问题时所提出的，也是中国进入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既展现了古今之变的通则，又蕴含了中西之别

的特例。 关于前者，前文已有论及，此处仅略述后者。 第一，先从文明来说。 正

如李猛在其对韦伯的最新研究中所指出的，“传统包含了每一种文明离自然本

身最近的道路，包含了这个文明的生活之道与自然最初的约定。 只有回到传统

的根源，科学家才能重新找到生活真正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找到一条进入

传统的道路，不是为了回到传统，而是通过传统，回到人性本身” （李猛，２０１８：
３４７ － ３４８）。 中国社会学界探寻“通过传统”来重新触碰和理解中华文明的尝试

已在多个方向展开（参见应星，２０１８；田耕，２０１９），这里仅列举比较有代表性的

三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探究以家庭和丧服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人的行动伦理（周
飞舟，２０１８；肖瑛，２０２０）；另一种思路是从近代国族构建出发，通过理解中国长时

段历史中农耕—游牧生态来探究不同于“从帝制秩序到民族国家”思路的族群

和国家转型（王明珂，２００９，２０２０；王铭铭，２０１５）；还有一种思路虽然并不完全认

同“通过传统”的旨趣，但仍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这就是着眼于传

统国家治理的研究（周雪光，２０１９；周黎安，２０１７）。 第二，再从革命来说。 革命

是经典理论和摩尔—斯考切波路线共同关心的主题，却长期被排斥在中国社会

学的视野之外。 我近年一直倡导“把革命带回（到社会学视野中）来” （应星，
２０１６）。 从马克思提出的阶级革命到列宁开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再到毛泽东领

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这些革命理论与实践既有延续性又有变动性。 中

国革命在学术分析上的独特价值和复杂蕴含远远不是“摩尔—斯考切波路线”
所能涵括的。 “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等这些原本作为中共党

史研究的主题，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转化为社会学的研究，从而丰富和深化

社会学的想象力（应星，２０２０；孟庆延，２０１６）。 这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学

研究实际上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延续了孙立平此前所开拓的土地改革口述史研

究。 他曾把这种研究的旨趣归结为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孙立平，２００５：
３８３ － ４２８）。 这种说法倒是无意中点出了本文所说的文明与革命两大主题的内

在联系性。 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学界从比较历史分析角度着手的文明和革命的

研究尚未完全成形。 然而，道路已经敞开，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似乎隐约可以听到

韦伯当年的呼唤：“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韦伯，１９９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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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１） ．

——— １９７９，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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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７ｂ，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Ｇｅｒａｒｄｏ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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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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